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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
缘起、理念与实现路径

齐崇文

摘要： 文化企业不仅承担着对员工、消费者、环境、弱势群体及公益事业的一般社会责任，还担负着实践

“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特殊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产生于人们的交往与合作之中，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义务，

中国式现代化对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克服合作的有限性、道德的非强制性，应对

道德标准冲突或道德共识尚未形成等情形，应当以“增进合作、增强道德”为基本理念推动文化企业社会责

任的法律化。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应当遵循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本原理，遵守排除侵害、合理限度、

社会互动三项基本原则，在强化道德执行力的同时保持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合理张力。
关键词： 文化企业；社会责任；合作；道德义务；法律化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5.06.006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萌芽于工业革命后，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变迁，其内容不断丰富，相关理论也

日益成熟。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于人们的合作当中，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义务。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企

业社会责任以“促进均衡普惠”“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精神引领”“践行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等新的内

涵，企业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是社会发展的推动者。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企业作为

生产精神产品的企业，如何克服道德的非强制性，增进与员工、消费者、社会公众的合作，以及如何实

践“自由的精神生产”，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双重内涵

与普通企业不同，文化企业既承担着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环境、对弱势群体及公益事业的一般社

会责任，又担负着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提升人们精神素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特殊社会责任。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工业革命之前，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尚未形成，企业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商人社会责任或商人

伦理。公元前 5世纪，尤其是希波战争后，古希腊工商业异常繁荣，但牟利活动却不为人们所认可，商人

社会地位低下。为满足社会期望、争取生存空间，商人不得不在社会压力之下为社区提供服务，此时的

商人社会责任强调社区精神，以城邦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中世纪时，受基督教禁欲、仁爱、公平、财富

神赐等教义的制约，商业只能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诚实守信、严守道德伦理、增进社会福祉是商人必

须履行的义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重商主义兴起，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兼顾公共利益成为

这一阶段商人的社会责任。工业革命后，企业尤其是工业生产企业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开始大量

出现，但在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影响下，传统的商人社会责任并未被企业所承接，“利润最

大化”反而成为企业的唯一目标，这种状况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得以改观。经济大萧条促使人们反

思市场失灵现象，员工和社区福利、慈善捐助再度进入企业视野，先前的商人社会责任观念被重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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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且，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消费者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又让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得到进一步

扩充①。
综合来看，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法律和经济义务之外主动追求的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长远目标。根据阿奇·卡罗尔的金字塔模型②，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四项内容：一是对员工的责

任，即企业应当通过设定最低雇佣年龄、消除就业歧视、避免强迫劳动、设置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劳动

安全、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等来保护员工权益，平衡劳资关系。二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即企业应当为

无法全面掌握生产和服务信息、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提供合格的产品与优质的服务，尊重消费者的

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保护消费者的个人隐私。三是对环境的责任，即企业应当强化环

境保护理念，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维护代际正义。四是对弱

势群体及公益事业的责任，即企业应当积极开展慈善活动，以捐赠财产或提供服务等方式，扶贫、济

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优抚，救助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

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
（二）作为文化生产者的文化企业

文化生产活动古已有之，人类的文化生产经历了从与物质生产合一到逐步分离的过程，文化生产

目的也由最初的功利实用转向功利实用与满足信仰、情感、审美等精神需求的结合。真正意义上的文

化生产发端于以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为标志的文明时代，文化生产的商品化同样始于这

一时期，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城市和市场的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是文化生产职业群体和文化生产

雇佣关系产生的直接原因③。
文化企业的出现要晚于其他工业生产企业。根据大卫·赫斯蒙德夫对欧洲文化生产变迁时期的

划分，20 世纪以前的商品化的文化生产基本上是个体行为。直到 20 世纪初以来的“专业公司”时期，

专门从事文化生产和传播的企业才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文化企业的雇员④，规模化、产业化

的文化生产也是文化产业的基础。
在文化产业兴起之前，文化生产一般被表述为“精神生产”或“艺术生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

中首次论及“精神生产”，他将牧师、律师、医师、文人的劳动以及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

歌唱等归结为“非生产性劳动”，认为这种劳动不能增加物的价值，无法固定或保藏，随生随灭⑤。马

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斯密对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他们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古典

哲学家对人类精神活动的论述中，认识到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精神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的重要

性⑥。在 1844 年的《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明确使用“精神生产”概念⑦。“同一种劳动

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⑧，与劳动的“双义”性相对应，精神生产又分化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能够产生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殖的“商业化的精神生产”，另一种是不受市场影响、体现人类

本真的“自由的精神生产”⑨。
马克思在分析精神生产时经常涉及艺术生产，“施托尔希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统治阶级中

① 黎友焕：《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4 页。
② 阿奇 B. 卡罗尔、安 K. 巴克霍尔茨：《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黄煜平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年，第

26 页。
③ 阿诺尔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史》上册，黄燎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年，第 25—27 页。
④ 大卫·赫斯蒙德夫：《文化产业》第三版，张菲娜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50—51 页。
⑤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312—313 页。
⑥ 李厚羿：《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生产理论探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 年第 5 期。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62 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32 页。
⑨ 李厚羿：《马克思恩格斯精神生产理论探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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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执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

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

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

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

歌相敌对”①。艺术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部门，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与精神生产一样，艺术

生产也有“作为自由的精神生产”的艺术生产和“作为艺术生产”的艺术生产两种类型，但在生产目的

和产品形态上艺术生产又与其他精神生产存在显著差别：其一，艺术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

要；其二，艺术生产具有物质性。一方面，艺术生产注重客观材料、工具和技术；另一方面，艺术生产能

够像物质生产那样进行集约化、批量化生产②。
今天所说的文化生产是现代性的产物，与文化产业的兴起直接相关，具有以下特点：（1）文化生产

属于精神生产。在文化产业背景下，文化生产特指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音乐、演艺、游戏等作

品或产品的创造、传播活动。（2）文化生产具有物质生产性质。文化产品往往附着在一定的物质载体

之上，并且文化生产需要技术甚至依赖技术，每一次文化生产变革都以科技创新为先导。（3）文化生产

以自由的、有意识的、全面的艺术生产为核心，但比艺术生产范围更广，除图书、绘画、雕塑等艺术产品

外，还涉及新闻、文化旅游、非艺术类书籍等产品的生产。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文化生产虽然从机械复制、机械生产走向了机械创造，但并没有解决 20 世

纪 4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的“文化工业的地位越巩固，就越会统而化之地应付、

生产和控制消费者的需求”③的问题，甚至放大了个性与标准、人本与资本的对峙④，带来了诸如信息

茧房、娱乐至死等新的或者更加严峻的技术与自由的冲突。文化企业是在文化产业环境下提供文化

产品和服务的营利性组织，所从事的文化生产是为了满足大量消费而进行的大批量的生产⑤，在一定

程度上，文化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文化企业的运作方式，带来了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特殊性。
（三）一般与特殊：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构成

1.文化企业的一般社会责任。与普通企业一样，文化企业也承担着对员工、消费者、环境、弱势群

体及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但由于生产方式、产品内容、消费需求、生产要素投入等较为特殊⑥，其面临

的员工、环境和产品质量问题更为复杂，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与其他企业存在较大差异。
首先，文化生产是一种精神生产，具有智力密集性特点。文化生产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想象力、创

造力、知识储备和人文素养，而当前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在文化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又对

从业者的科技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文化生产还具有一定的劳动密集性，如手工艺品制作、文艺

表演、影视后期制作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对兼具智力密集性和劳动密集性的文化生产来说，员

工的利益诉求较为多样，文化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不限于工资待遇、劳动保障，还包括人才培养、员工潜

力发掘等。其次，文化生产过程存在多种环境风险。例如，纸质出版过于依赖纸张等自然资源，互联

网出版有网络传播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网络电器（电子垃圾）的生产与废品处置和电力能源消耗后

的固体污染等问题⑦，影视拍摄会因布景、过度利用动物栖息地等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而在文化生

产过程中不当使用文化遗产也可能对人文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最后，文化企业应当维护消费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一册），第 296 页。
② 何群：《文化生产及产品分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8—19 页。
③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147 页。
④ 段峰峰、陈星豫：《文化伦理：人工智能的价值与悖论》，《中国文化产业评论·第 29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

第 145—158 页。
⑤ 宗祖盼：《文化产业发生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年，第 34 页。
⑥ 向勇：《文化产业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77—279 页。
⑦ 王积龙：《全球网络出版体系的环境污染与我国的应对措施》，《中国出版》2012 年第 2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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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保护消费者隐私，但同时也要尊重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避免文化

歧视和偏见，保障消费者的文化参与权和文化享有权，为文化消费者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文化产品

和服务。
2.文化企业的特殊社会责任。与普通企业不同，文化企业从事的是精神生产，向消费者提供的是

精神产品，遵循着精神生产特有的规律：一是供给主导性。与其他工商产业不同，文化生产是供给决

定需求，往往在文化产品生产传播后，人们才会追随产品、响应潮流，形成现实的消费需求。二是价值

溢出性。文化产品的扩散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文化企业看似生产产品，实为传递价值；文化消费者

看似消费产品，实为接受观念；文化消费主体看似是产品购买者，实为社会公众。三是成本外部性。
文化资源是文化企业生产的核心要素，很多文化资源是社会共同财富，可以无偿使用，但无偿使用不

等于无责使用，应以不过度开发和消耗文化资源为生产的基本原则①。
对文化消费者和社会公众来说，购买、使用或欣赏文化产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认知、娱乐、审美

等需要。精神生产的特有规律决定了文化企业应当回应和引导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的需求，协调好

“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和“自由的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地进行“自由的精神生产”，担负起对

社会的特殊责任。由于精神生产的劳动量（劳动时间、产出物）难以像物质生产那样进行准确估算，

只有市场才能确定其真实价值，所以精神生产不可避免地趋向商品化和资本化，而真正体现人的自

由自觉、发挥人的创造性的精神生产只有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给所有人腾出了时

间和创造了手段，且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时才能实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

当下，文化企业特殊社会责任的内容更加丰富，不仅要处理好标准化、规模化、模式化的文化生产本

身所固有的个性与标准、人本与资本的矛盾，还要应对由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广泛运用带来的

技术与自由之间的冲突。此外，合理使用文化资源，避免文化资源利用的过度商业化，也是“自由的

精神生产”的内在要求。

二、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本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商人社会责任开始在企业层面得到强化。1953 年，美国学者霍华德·鲍恩在

《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中明确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认为企业的行为和决策应当符合社会整体

需求和道德规范②。此后，随着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逐步扩大，相关理

论也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为回应“企业为何以及如何履行社会责任”这一核心问题，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融合了伦理学、

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观点。
1.道德伦理说。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伦理说承继了传统的商人社会责任观念，根据该说，企业社

会责任具有显著的利他性，不论企业是否具有道德主体地位，都必须遵守道德义务，在追求经济利益

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比如，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康德义务论出发，企业应当无条件地履行对

员工、对消费者、对环境的责任，“义务（道德义务）是因尊重法则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③。
2. 利益相关者说。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组织行为学者爱德华·弗里曼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

认为企业目标的实现受到股东、雇员、消费者、供应商以及政府、地方社区组织、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

① 黄仁宗：《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光明日报》2011 年 3 月 16 日，第 15 版。
② 冯梅、李晓辉：《企业社会责任与伦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23 年，第 8 页。
③ Kant I.，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llen W. W.，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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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这些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伦理要求是企业保证自身生存和发展

的前提①。利益相关者说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交换特征，即企业和利益相关方的合作建立

在信任的基础上但并没有明确的职责界定，“互惠需要”尤其是间接互惠是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合作

的驱动力②。
3. 交易成本说。威廉姆森提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内部治理来降低交易成

本，比如良好声誉的建立能够减少谈判和缔约成本，与员工关系的协调能够避免劳资纠纷等③。交易

成本经济学为理解企业如何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与外界建立长期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之后的企业

社会责任研究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合作依然是这些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4.社会契约说。1994 年，美国企业伦理研究者托马斯·唐纳森和托马斯·邓菲将洛克、霍布斯和罗

尔斯的社会契约思想引入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提出综合性社会契约论，认为企业和社会之间存在隐性

契约，社会赋予企业合法性，企业需要以保障员工和消费者权益、增进公众福利等符合社会期望的方

式运营，履行契约是判断企业是否道德的标准④。综合性社会契约论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双向性，主

张企业和社会应当通过协商来促进互惠，从而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企

业公民理论是社会契约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结合，该理论将企业类比为公民，认为企业与社会之间

存在契约关系，企业应当按照社会契约的要求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与利益相关者、社会其他成员的合

作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⑤。
道德伦理说从无私帮助角度，利益相关者说和交易成本说从互惠角度，社会契约说从互惠与无私

帮助双重角度对“企业为何以及如何履行社会责任”进行解释，反映了“互惠”“无私帮助”与社会责任

存在深层联系。“互惠”“无私帮助”是人类合作的基本形式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是社会的核心，“社

会”泛指由共同活动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社会责任产生于交往与合作之中，认识社会责任、明确社

会责任的性质必须把握好“合作”。
（二）合作的演化、道德的形成与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

从进化角度来看，合作提高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合作的演化过程涉及个体、群体以及基因的复杂

互动，亲属之间基于遗传关系的合作，非亲属之间基于互惠利他的合作，大规模群体基于道德、法律等

规范或制度的合作构成了人类合作的基本框架。
1.合作与道德关系的进化论解释。达尔文认为，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

应对外界风险，避免物种趋于灭绝⑦。高速率增加有利于生物的生存和繁衍，是生物的自利本能。然

而，从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合作却要多于斗争，互惠利他比自私自利更有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生

物的自利本能为什么能够与合作行为兼容？亲缘选择理论、博弈论、群体选择理论分别给出了不同的

解释，但合作行为是自利本能的延伸和优化却是一致的认知。
对亲属间基于遗传关系的合作来说，比如父母抚养子女，有利于基因的传播。汉密尔顿法则认

为，个体帮助亲属不仅可以使亲属的基因得到传递，自身的基因也能够得到间接传递，只要 rb>c（r代

表遗传关联度或亲缘系数，b代表受益者好处的提升，c代表提供帮助者所付出的代价），亲属间的合作

① 弗里曼：《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王彦华、梁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第 29、30 页。
② 贾明：《企业社会责任》，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4 年，第 6—7 页。
③ 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蔡晓月、孟俭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48—150 页。
④ Donaldson T.， Dunfee T. W.， “Toward a Unified Conception of Business Ethics： Integrative Social Contracts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 19（2）， pp. 252-284.

⑤ 刘学平、孙燕青：《近  30 年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三大视角述评》，《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
⑥ 迈克尔·托马赛洛：《人类道德自然史》，王锐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年，第 3 页。
⑦ 达尔文：《物种起源》，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78、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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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就会被自然选择所保留①。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以基因为中心进一步阐释了亲缘选择

理论，认为基因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尽可能地复制自身”这一“自私”的目的，

“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也会滋长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②，亲属间的合作行为本质上是自私的基因

“试图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③。
非亲属间的合作有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两种形式。根据博弈论，“以牙还牙”（Tit-for-Tat）策略

能够使合作双方都获利、带来直接互惠。在重复博弈中，“以牙还牙”策略还有可能发展为进化稳定策

略（ESS），为大部分社会成员所采用。间接互惠又可分为“上游间接互惠”和“下游间接互惠”，“当甲

帮助乙以后，乙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丙”是上游间接互惠，“当甲帮助乙以后，丙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甲”是

下游间接互惠，又称社会间接互惠④。通过帮助他人建立声誉或提升社会地位进而获得更多的合作

机会属于下游间接互惠，与直接互惠一样，施惠者均有自利的动机。与合作局限于有亲缘关系的小群

体和互惠利他者之间的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人类可以在非血缘个体组成的大群体中合作⑤。大规

模群体的合作同样受自利本能驱使，它以非亲属间合作为主，是亲属间合作与非亲属间合作的综合，

是人类互惠利他行为的升级和强化。
亲缘关系和互惠利他能够促成和维系合作，但道德规范以及第三方对道德规范的强制执行才是

合作持续的关键⑥。道德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有关道德起源有多种学说，比

如，神秘主义认为道德源于神的意志和超自然的力量，理性主义认为道德是由人类理性推导而来的普

遍法则，情感主义认为道德源于人们的共情能力，功利主义认为道德是人们理性计算的结果，社会契

约论认为道德是人们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商定的行为规则，进化论认为道德是人类为适应外部环境而

集体选择的产物。人类道德包含同情共感、理性权衡和群体接受等多种因素，仅从某一角度进行分析

难免有失偏颇，相较而言，进化论对道德产生的认识更具解释力。根据进化论，受自利本能驱动，人类

通过亲缘、非亲缘以及大规模群体的合作来保证自身存续，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进化出了同情、羞耻、仁

慈等利他的道德情感以适应外部环境⑦，以这些道德情感为基础，人们在直接互动和群体交往中又发

展出公平、公正等反映理性选择的“客观”道德⑧，同情道德和公正道德既在合作中产生，又是维系合

作、促进合作的根本。因此，以“无私帮助”和“互惠”为基本形式的人类合作具有道德性，基于合作而

产生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实为一种社会义务）⑨同样具有道德性，文化企业对员工、消费

者、环境、弱势群体及公益事业的责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义务。
2.实践“自由的精神生产”是一种道德。“自由的精神生产”要求文化企业履行特殊社会责任，向消

费者提供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文化产品和有意义、有品位、有市场的文化服务，以满足人们

的精神需求，提升精神素养，推动全面发展。而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同样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题中之义。那

① 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张弘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

第 68 页。
②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年，第 3 页。
③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等译，第 102 页。
④ 孙熠譞、张建华、李菁萍：《间接互惠理论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22 年第 1 期。
⑤ 罗伯特·博伊德、琼·西尔克：《人类的演化》，张鹏、韩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年，第 428—429 页。
⑥ 罗伯特·博伊德、琼·西尔克：《人类的演化》，张鹏、韩宁译，第 431—433 页。
⑦ 有关情感进化的研究可参见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爱德华·韦斯特马克的《道德观念的起源与发展》、史蒂芬·平克的《心智

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弗朗斯·德瓦尔的《猿形毕露：从猩猩看人类的权力、暴力、爱与性》等论著。
⑧ 迈克尔·托马赛洛：《人类道德自然史》，王锐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 年，第 188 页。
⑨ 企业社会责任通常被理解为“企业应当为社会做某事”。从词义看，“应当做某事”指的是“义务”而非“责任”，责任是“应当做

某事而不做所需承担的不利后果”，两者之间存在先后关系与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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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文化企业基于“自由的精神生产”而承担的特殊社会责任也与一般社会责任一样，属于道德范畴，

是一种道德义务吗？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商业化的精神生产”以“资本—商品”和“生产—消费”为基本框架，体

现了“消费者”通过文化产品与“生产者”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关系，而“自由的精神生

产”则以“自由创造—感性审美”为基本框架，体现了艺术家（生产者）通过作品（产品）与欣赏者（消费

者）所建立起来的“可分享性”关系①。这种“可分享性”一方面说明文化生产者能够较好地协调“商业

化的精神生产”和“自由的精神生产”，发挥创作自由的优势，生产出高质量、高品位、多风格的文化产

品，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精神需求，实现与文化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的深度合作；另一方面表明在

“自由的精神生产”中文化生产者、文化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对文化产品的情感体验和理性分析趋于一

致，文化生产者的创作自由也激发了文化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些一致性又是“自

由的精神生产”持续的关键。可见，“自由的精神生产”让文化企业和文化消费者及社会公众的合作中

出现了以同情共感、理性权衡、群体接受为构成要件的道德，从道德进化的角度来看②，文化企业实践

“自由的精神生产”本身就是一种道德。
理性主义道德观也确证了这一点。比如，康德认为德性义务有“内在”和“外在”之分，内在的德性

义务是自己对自己自然能力和道德能力的完善，外在的德性义务是促成他人的幸福，使他人的目的成

为自己的目的③。费希特在《伦理学体系》一书中曾论及文学艺术家的职责，“文学艺术家不像学者那

样只培养理智，也不像民众道德教师那样只培养心灵，而是培养完整的、统一的人”，“他们使人脱离给

定的自然界，让人独立自主地站立起来”④。因此，“自由的精神生产”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诗

人、画家、音乐家、手工艺人等文化生产者对自身的自由自觉、创造性的追求，也是文化产业兴起之后

文化企业对自己、对消费者、对社会公众的自由自觉和创造创新活力的追求，文化企业对自己和对消

费者、社会公众的特殊社会责任或道德义务本质上是统一的。
根据美国法学家富勒对于“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的划分，义务的道德从最低点出发，确立

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到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而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

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它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所

以“法律是义务的道德最近的表亲，美学是愿望的道德最近的亲属”⑤。从性质上来看，文化企业基于

“自由的精神生产”而担负的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提升人们精神素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特殊社会责

任应当是一种“愿望的道德”，属于美德义务范畴。

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困境及破解

社会责任是人们在交往和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义务，合作是社会责任履行的前提条件，但合作自身

的局限性以及基于合作而产生的道德的非强制性却使文化企业常常难以履责。
（一）文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面临的双重难题

1.合作的有限性。合作是人类自利本能的延伸和优化，但这种延伸和优化并非必然，受资源稀缺、互

动不足、合作机制单一等因素影响，合作可能会被自利本能瓦解。一是资源稀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人们会更趋于自利。比如，文化企业往往会过度开发具有稀缺性的文化遗产而忽视对它的保护。资源稀

① 李厚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精神生产概念的当代视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 年第 3 期。
② 殷杰：《人类合作的道德进化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 年第 4 期。
③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注释本》，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81、222—227 页。
④ 费希特：《伦理学体系》，梁志学、李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369、371 页。
⑤ 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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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对合作的持续和效果有直接影响，能使合作关系更松散或者转化为竞争关系。高西尔的道德理论认

为，如果资源稀缺不能通过共同的活动来缓解，那么正义的范畴将只能延伸到避免相互毁灭的冲突，而不

是由合作提供互利①。当资源稀缺问题无法缓解时，排除侵害就是一种道德，是产生和促进合作的前提。
二是互动不足。非亲属之间的互惠合作需要重复博弈，如果没有博弈机会，那么，参与者往往会

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结束合作。文化生产具有供给主导性和价值溢出性，不论是“商业化的精

神生产”还是“自由的精神生产”，都以文化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广泛互动为基础，能够“分享”文化产品

也是“自由的精神生产”持续的关键。市场是文化企业与社会公众开展互动的平台，在文化市场不健

全、不规范以及文化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合作的风险和合作的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文化企业与社会

公众必然会少互动或者无互动，从而导致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无法履行。
三是“搭便车”行为。在大规模群体合作中，如果个体可以“搭便车”，不付出成本就可享受他人之

利，那么自利个体就会选择减少付出或不付出，最终导致合作崩溃。“搭便车”行为在环境保护中比较

常见，文化企业可能会因为自身影响小、支付环保成本却不能阻止他人受益、缺乏惩罚机制等原因而

不履行环保义务。文化生产具有成本外部性，很多文化资源（如文化遗产、超过知识产权保护期的作

品）属于公共物品，无偿使用社会共有的文化资源会使文化企业产生因无须承担成本而过度利用资源

的倾向，出现“搭便车”行为。
2. 道德的非强制性。作为一种道德义务，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慈善、意识、问题和回应四

个历史阶段，并由一开始的自发捐助转变为现在的自觉承担，“自愿”和“无强制”一直都是企业社会责

任的首要特征②。
社会责任的“自愿”和“无强制”体现了道德的非强制性，道德是人类在合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

同认知，这种共同认知既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也没有特定的强制实施机构，主要通过个体良知、内心信

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来发挥作用。而道德本身又是分层的，不同层次的道德的执行力又存在显著

差别。依据进化论，在人类合作过程中，形成了亲缘（微观）、互惠（中观）、群体（宏观）三个层面的道德

关系。受自私的基因驱动，个体首先会关照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按照汉密尔顿法则，还存在直系亲属

>旁系亲属>非亲属的道德先后排序，同样地，非亲属间的合作存在长期伙伴>陌生人>敌人的道德

先后排序，本群体的道德共识亦要优先于其他群体的道德共识。相应地，在道德执行力上，亲缘层道

德>互惠层道德>群体层道德，道德执行力越弱合作就越难维系，比如个体对陌生人的慈善、企业对

周边居民的环保义务等。在道德规范体系内部又存在着纵向分层：义务的道德（如不得遗弃子女、不

得违反承诺）是底线约束，排除的是相互侵害，执行力较强；愿望的道德（如开发员工潜能、实践“自由

的精神生产”）是理想引领，劝人向善，执行力较弱。
道德的非强制性有尊重个体自由、培育个体反思能力，包容多元价值观、维护文化多样性，预防对

抗性冲突、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灵活应对道德困境、弥补法律的缺漏和僵化，为道德观念更新和道德进

步预留空间的优势。但也存在不少局限，比如，在资源稀缺、“搭便车”的情况下，非强制性的道德对自

利尤其是极端自利行为很难形成有效约束，无法发挥其维系合作的功能。并且，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

设计，道德对社会互动的促进作用也不明显。
此外，在道德标准冲突或道德共识尚未形成的情况下，非强制性的道德更无从促进和维系合作。

道德是人类进化适应的产物，但道德准则并不是普遍、单一的，“生物性特征使我们具备了一些基本的

道德倾向和道德价值，而文化性特征则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塑造了具体的道德准则”③。地理区域、

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阶层、利益主张的差异往往使不同群体持有各自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比

① Gauthier D.， Morals by Agre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4.

② 郭锐：《道德、法律和公司——公司社会责任的成人礼》，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年，第 43 页。
③ 赵斌、孙燕：《道德普遍性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吗？》，《广东社会科学》2023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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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企业和员工对劳动保护的道德认识就可能截然不同。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

刻改变文化生产方式，在提高生产效率、创新表达形式的同时又加剧了人的异化：算法的精准推送会

使用户陷入信息茧房，加速社会分化、扩大文化差异；人工智能的文化创作不仅会削弱人们的创造力

和想象力，还会因缺乏情感体验和社会经验而无法向人们提供有深度并能够让人们反思自我、超越自

我的作品。由于突破了传统道德框架，目前有关“信息茧房”、AI 创作的道德共识还未形成，非强制性

的道德依然无法协调文化生产中个性与标准、自由与技术的矛盾和冲突。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

2024 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

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①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

体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②。在此之下，文

化企业社会责任得到进一步拓展：其一，文化企业应当保障员工权益、重视员工培养、助力员工发展，

这既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也是激发文化创造力、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有

效方式；其二，文化企业应当为更多的消费者提供更丰富多样、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回应

“人口规模巨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要求；其三，文化企业应当不断更新生产理念、改进

生产方式，合理利用资源，保持文化生产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

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海是促进文化交流交融、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在海外运营过程中，文

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应当得到同等履行。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加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协调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在于社会责任能够强

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中国式现代化对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拓展也表现为文化企业与员工、与消费

者、社会公众的合作的深化。
（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基本原理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面临双重难题，破解这些难题需要从克服合

作的有限性和道德的非强制性入手，通过“增进合作、增强道德”来推动文化企业履行对员工、消费者、

环境及社会公众的道德义务。
尽管以生物手段提高人们的共情能力③、构建制度化的道德激励机制、推进公共领域的道德共识

建设都可能产生“增进合作、增强道德”的效果，但相较而言，法律更为直接、有效。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功能互补的社会规范，虽然在形成方式、表现形式、明确性、调整范围等方面

存在差异，但在对公平正义、社会秩序、人类福祉的价值追求上两者具有一致性。许多社会生活

领域由道德和法律共同调整，道德调整有助于法律调整的顺利进行；有些社会领域本应由法律

调整，但由于法律缺漏或滞后，需要加强道德调整以弥补法律调整之不足，同时也为以后制定法律

准备条件；有些社会领域不适于或者不完全适于法律调整，进行道德调整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

气和环境④。
立法能够将重要的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即道德法律化。道德是法律的价值支撑、精神动力和合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8 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22—23 页。
③ 徐向东：《共情、利他主义与道德生物增强》，《中国社会科学》2024 年第 9 期。
④ 朱景文：《法理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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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基础，能够促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律；法律可以吸收道德中的合理成分，强化道德实施。庞德将道

德法律化归结为法律在寻求道德的支持：在法律发展的特定阶段，如果法律在应对各类问题时无法自

给自足，面临未受保障的利益和被忽视的伦理习俗的压力，那么道德理念就会从外部大量融入法

律①。从法理上看，法律寻求道德的支持是一种主动的法律化，即基于法律对道德价值的需要，从道

德精神和原则中提炼出法律理念和法律原则；而被动的法律化，即基于道德实践对法律功能的需要将

基本道德准则转变为法律规范②，也是道德法律化的重要途径。道德之所以可以转化为法律，是因为

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共性：一是道德和法律均含有“义务”规范，义务是道德法律化的中介和桥梁，它

构成了立法者将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的内在基础；二是道德与法律皆具有普适性特征，除倡导性

的美德外，一般性的道德原则、规则都可加以普遍化，成为人人可以遵守且能够做得到的行为规范，道

德的普适性使人类社会以明确的、普遍的、稳定的法律去推行道德标准及伦理观念成为可能③。能否

将倡导性的美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一直存在争议，不过，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实

际情况来看，美德义务的法律化具备可行性。
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本质上是道德或道德义务的法律化，由道德实践对法律功能的需要

而生，是一种被动的法律化。然而，道德和法律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规范，各有特点和优势。
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化应当遵循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本原理，在“强制”与“自愿”、“底线”与“理

想”之间寻求平衡，形成道德和法律的优势互补。

四、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原则和方式

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范围广泛、内容复杂。为了尽可能促进文化企业与员工、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

合作，强化道德执行力，实现社会责任，对其进行法律化应当以“增进合作、增强道德”为基本理念，以

排除侵害、合理限度和社会互动为基本原则。
（一）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原则

1. 排除侵害原则。排除侵害是法律义务设定的首要目的，“义务得以产生的原始动力就在于

人们对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侵害行为的反感和厌恶。人们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对侵害行为一致表示

反对，认为‘不应当’，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排除侵害为实质内容的义务”④。所以，在道德法律化的过

程中，首先需要将那些防止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侵害的、禁止性的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在义务

的道德那里，法律最容易找到有助于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应当为法律所禁止的尺度或标准。随着时

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道德的内容、水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之前的一些

无涉道德的行为逐渐被纳入道德评价范围，比如原先不属于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对员工的责任，

随着人们对企业社会职能预期的提高也逐渐成为企业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使它们向法律义务转化

成为可能。
2. 合理限度原则。第一，将道德义务转化为法律义务需要深入调查和科学研判社会文明程度和

平均道德水平，使该转化与当下社会文明程度相匹配，与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相适应。将高于绝大多

数人的道德认知和文明程度的道德规范法律化，既有对人们的道德要求过高、增加人们的道德负担之

嫌，也会徒增法律的执行成本，法律甚至会因难以有效实施而失去其尊严和权威⑤。第二，道德标准

① 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 85、86 页。
② 王淑芹：《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法哲学分析》，《哲学动态》2007 年第 9 期。
③ 范进学：《论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法学评论》1998 年第 2 期。
④ 张恒山：《法理要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22 页。
⑤ 张文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建设》，《中国人大》2019 年第 19 期。

65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冲突会导致道德促进和维系合作的功能失灵，这种情况下需要以“反面的功利论”为基础对不同道德

加以比较。“反面的功利论”主张只要不幸是可普遍化的，且需要避免多数人的不幸时，才可以适用功

利主义原则，该原则是排除侵害原则的延伸，即哪种道德标准能够“减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不幸”①，

就可以对其进行法律化。第三，在道德共识还未形成，但又需要规则来推动和维系合作时，应当审慎

推进道德法律化，要在广泛的社会讨论、充分的实证研究、维护那些可能被损害利益的少数群体正当

权益的基础上，通过先行先试、阶段性立法的方式进行，以保证法律的公正性和社会的稳定性。同时，

还要建立法律实施的评估和反馈机制，适时对法律进行修订和调整。
3.社会互动原则。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道德对社会互动的促进作用有限，所以有必要通过

法律制度设计来优化社会责任履行的外部环境，推动文化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合作与互动。首先，要实

行统一的文化市场准入制度，消除各种隐形壁垒；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及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

由流动和充分竞争；严格执行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文化市场重点领域执法监督②。其次，

要鼓励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文化企业在利用公共文化服务的设施、平台和渠道推广文化产

品、扩大受众范围的同时，收集受众意见，改进内容生产，实现文化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创共享和深层

互动。最后，要培育文化消费群体。提升社会公众文化素养，引导文化消费需求，并通过降低消费门

槛的方式应对文化市场机制“无法满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不能支撑传统艺术、实验艺术等小众

文艺”③的局限。
（二）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具体方式

文化企业社会责任类型多样、性质各异，对它们进行法律化应当依据各自的特点采取恰当的方

式，在增进合作、增强道德的同时保持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合理张力。
1.对员工社会责任的法律化。文化生产的智力密集性和灵活用工模式使现行劳动法律法规并不

完全适用于文化企业，可能会导致员工权益受损。
一是在企业类型上，文化企业多为中小企业或直播、自媒体等新兴业态公司，工会组织缺位、劳动

合同签订不规范的情况较为常见。二是在用工模式上，影视、广告、自媒体等文化企业多采用项目制

用工、临时工等灵活用工模式，为节省时间、降低成本往往签订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或者不直接雇

用而采用分包、外包方式。现行劳动法对非标准劳动关系保护较弱，无法全面覆盖包括自由撰稿人、

独立摄影师等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险、工伤保险、解雇补偿等权益。三是在工作

性质上，文化企业更强调创意和成果，高压创作环境对员工的专业技能、心理承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并且，文化企业员工的创意成果往往被企业完全占有，企业和员工之间非常容易出现署名和收益

分成纠纷。四是在工作方式上，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在文化企业中比较常见，熬夜创作、周末加班现

象也很普遍，如何计算这些工作量，员工维权时如何举证，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文化企业对员工负有工资待遇、劳动保障、人才培养等多种社会责任，这些社会责任的履行既需

要工会建设、行业自治，更需要依据排除侵害原则将其转化为法律，在劳动法中设定针对文化创意工

作者的特殊保护条款。尽管可能存在观念分歧，但根据创意工作的实际情况、“自由的精神生产”的目

标以及“反面的功利论”，文化企业对员工的专业技能培训义务和心理健康维护义务还是应当被纳入

法律调整范围。
2. 对环境社会责任的法律化。与工业生产不同，文化生产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可能产生不

利影响，且造成的损害既隐蔽又分散，这导致公众对文化产业与环境保护的关联度认识不足，政府监

管不能完全到位，而由于环保设备、技术投入等成本较高，文化企业主动履责意识也不强。

① 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第 257 页。
② 祁述裕、孙博、孙凤毅：《论文化市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③ 祁述裕、孙博、孙凤毅：《论文化市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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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缘起、理念与实现路径

早在 2007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就发布过《关于加强涉及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等环境敏感区影视拍摄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管理的通知》，强调影视制

作和大型实景演艺活动应当遵守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一些地方也出台了针对文化资源使用

的规定，如《萧山区影视拍摄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等。但这些政策文件所涉及的文化生产类型较为

单一，对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碳排放）、过度消耗自然和文化资源等行为未做区分，缺乏针对文化企业

的具体环保标准。
文化生产对环境的损害、对资源的消耗客观存在，在政策约束力度不够、行业自律动力不足的情

况下，有必要依据排除侵害原则将文化企业对环境的社会责任法律化。我国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虽

已初步形成，但在应对文化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上还略显不足，而各项文化类立法则主要侧重

于文化企业资质和文化产品内容的管理，文化生产所涉及的环境问题并不在其规制之列。因此，推动

文化企业对环境社会责任的法律化，比较直接的做法是在现行文化立法中增加环境保护条款，针对文

化生产活动的特点以及可能带来的环境风险建立预防、处理和责任追究机制，强化文化企业对环境责

任的执行力。
3. 对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社会责任的法律化。文化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是一种产品质量责任，由

有形的、物质载体的质量和无形的、附着于物质载体上的精神内容的质量两方面组成。由载体质量带

来的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与普通企业相同，在相关法律中已有规定；由内容质量带来的消费者责任属

于特殊社会责任，文化产品的价值溢出性将社会公众也纳入文化消费者的范围，因而文化企业对消费

者的责任又是对社会公众的责任。
从道德的纵向分层来看，特殊社会责任要求文化企业应当实践“自由的精神生产”，生产能够“满

足人们精神需求、增强人们精神力量、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优秀文化产品，它是“愿望的道德”，

是一种美德义务。依据合理限度原则，将美德义务法律化有增加企业道德负担、提高企业运营成本、

难以保证法律实效等弊端，所以在实践中往往以“倡导性立法”的形式来推进美德义务的法律化。为

保持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合理张力，文化企业特殊社会责任的实现还可以通过增强社会互动、优化社会

责任履行的外部环境来推动。比如，通过文化市场立法明确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以文化促进法的形

式推动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通过立法增加国民教育中文化素质教育或美育的比重，提

高公众的文化鉴赏力和文化需求，有选择地将有关降低文化消费门槛的政策转化为法律。
在对“信息茧房”、AI 创作的道德共识尚未形成，非强制性的道德无法协调自由与技术的冲突，而

实践“自由的精神生产”又需要社会规范的支持时，应当看到，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带

来的人的异化问题本质上仍是资本与人本的矛盾，资本和科技虽然有限制文化生产创作自由、不利社

会公平的局限，却能够为文化生产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决定了文化生产的规模、质量和发展方向。
所以，在法律框架内促进和维系合作，需要通过立法、司法程序整合多元诉求，为资本运行和科技运用

预留空间，以引导信息科技伦理的形成和发展。
另外，文化企业对弱势群体及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也属于美德义务范畴，对其进行法律化能够确

保社会责任履行、促进社会公平，但会带来限制企业生产经营自由、削弱社会活力、执行困难等问题。
依据合理限度原则，推动文化企业履行对弱势群体及公益事业的社会责任，应当综合考虑社会背景、

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实际情况，采取倡导性立法和税收减免、政策优惠、公共宣传等激励机制相结合

的方式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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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cultural production specifically refers to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orks or products including news publications， broadcasting， films， television， 
music， performing arts， and games.  Due t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oduction modes， product 
content， consumer demand， and production factor inputs compared to ordinary enterprises， cultural 
enterprises as cultural producers bear not only general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toward employees， 
consumers， the environment， vulnerable groups， and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but also shoulder 
the speci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practicing “free spiritual production.” At the current stage， the 
speci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cultural enterprises primarily involves creating and producing 
excellent cultural products that can meet people’s spiritual needs， enhance their spiritual strength， 
and stimulat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emerges from human 
interactions and is essentially a moral obligation.  The moral natur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deeply 
connected with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evolutionary theory， cooperative behavior is an 
extension and optimization of self-interest instinct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ensure its 
continuity， humans have evolved altruistic moral emotions such as sympathy， shame， and kindness， 
and developed “objective” morals such as fairness and justice that reflect rational choices in direct 
interactions and group communication.  Human cooperation possesses a moral character， and thu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rooted in cooperation， also falls within the realm of moral 
obligations.  Cultural enterprises face dual challenges： the limitations of cooperation and the non-
compulsory nature of morality.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its goal of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further expands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for 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imposes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ir fulfillment.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of cooperation and the non-
compulsory nature of morality， as well as to address conflicts in moral standards or situations where 
moral consensus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it is essential to promote the legalization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of “enhancing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morality.” The legalization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ransforming morality into law and seek a balance between “compulsion” and 
“voluntariness，” as well as between “bottom line” and “ideal.” The principles of excluding harm， 
reasonable limit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constitute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legalization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Guiding the legalization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employees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principle of excluding harm helps protect employees’ 
rights and interests， stimulate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maintain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uiding the legalization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vulnerable groups and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s with 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 limits helps promote social equity and driv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Guiding 
the legalization of cultural enterprises’ speci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principle of social 
interaction helps meet people’s spiritual needs， enhance their spiritual strength， and harmoniz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nly by forming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 can the enforcement power of morality be strengthened while maintaining reasonable tens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law.
Keywords： Cultural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operation； Moral obligation； Leg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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